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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末法再論智顗及其天台僧團與隋政權的關係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班四年級 

張文婷 

摘   要 

公元六世紀中後半期至七世紀初目睹了數百年的割據分裂局面的終結，新的

大一統正醞釀形成，長期戰爭、動盪使得「末法」成為這一時期佛教的重要標誌。

智顗（538-597）作為活躍在這一世代下的重要僧人，其橫跨南北的人生閱歷、博采

眾長的思想體系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實踐性格，以及其與陳、隋政權的交往尤

其與隋煬帝的互動，歷來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和討論。智顗一方面追求作為方外之

士的修行為重，從而耗費精力前往天台山華峰悟道，對王權的表現出消極抵抗甚至

拒絕；另一方面似乎積極奔走於權力之間，陳請度僧、興建寺院、為護法興教積極

發聲。本文以「末法」作為切入，將其置於其所處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下，嘗試在

前人基礎上對智顗及其所領導的天台僧團與新政權隋朝尤其是楊廣的關係作進一

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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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佛教東傳至漢地，僧人開始構建中國佛教哲學體系，魏晉南北朝的多元政權格

局下的文化融合、思想開放，推動了佛教義理的創新，使得佛教呈現出「百家爭鳴」

之景象，主要體現在具有創建性人物的大量湧現。他們著眼於中國自身問題，致力

於克服身處邊地的不安，1更苦心於佛教在中國的紮根，獲得自我生長的能力。2連

年戰亂、政治的動盪以及文化衝突而引發的連續兩次的毀佛，使整個佛教界氤氳在

「末法」的危機之中，如何讓正法久住，佛教當何去何從，是佛教僧俗共同關心的

問題。智顗（538-597）便生活著這樣的時代之中，為尋找佛教生存空間併為構建隋

唐佛教基本性格發揮關鍵作用，非其莫屬。3此外，就其開創天台止觀並行的修行

實踐看，智顗亦頗有建樹，其在統合了南北朝各學派異說的基礎上，深化了佛教的

哲學體系和實踐方式，逐漸完善了天台宗的基本思想架構以及修行模式，以至於日

本著名學者柳田聖山認為智顗的遠大意圖係正確綜合印度以來的全部佛教哲學與

實踐，可謂真正的中國佛教開拓者。4另一方面繼道安之後，智顗內治僧團及制度

建設，外與陳、隋政權展開策略性的互動，逐漸奠定了天台僧團的社會地位，對探

索佛教與政治的互動模式也深具影響。 

智顗與陳、隋關係問題歷受重視，學界內眾說紛紜，尚無定論，大體上形成了

兩種論調。一種觀點認為，智顗對陳王朝與對隋王朝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對於

陳朝，他是積極支持、主動擁護；對於隋朝，則陽奉陰違、消極回避。正是由於這

 
1 有關「邊地情結」的討論，柯嘉豪根據 Tansen Sen 說法, 此概念來自 Antonino Forte（富安敦）, 

"Hui-chih (fl.676-703 A.D.), A Brahmin Born in China," Estratto da Annali dell1stituto Univesitario 

Orientale 45(1985):106-134. 陳金華，其人深受京都工作的意大利東方學家富安敦（Antonino 

Forte）影響頗深。認為中國佛教發展就是不斷克服邊地情結，通過聖跡、祖譜等種種構建，從而

回歸中國中心。其中也談到了對 sharf 有關對印度化與中國化雙重批判，但指出：其中新主張不

可推至極致，否則中國文化就變成可以個封閉系統，拒絕接受任何外來文化；對兩種模式的猛烈

批判本身也令他陷入一開始就批評的窠臼：將中國佛教或者文化的一套觀念視為實有，見氏著，

〈東亞佛教中的「邊地情結」：論聖地及祖譜的建構〉，《佛學研究》，2012 年，頁 22-41；

《佛教與中外交流》，楊增等譯，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10 月。 

周伯戡，〈從邊國到中土：佛教中心由印度到中國轉移的一種解釋〉，沈丹森主編《中印關係研

究的視野與前》，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3-64。 

寧梵夫（Max Deeg）《重估「邊地情結」：漢傳佛教中對印度的逐漸容受》（紀贇譯），沈丹森

主編《中印關係研究的視野與前》，頁 65-77。 

池麗梅：再談東亞佛教中的“邊地情結”及其回流、反哺之今昔：以五代宋初的天臺教典回流問題

為中心（2013 年復旦大學講座） 

陳志遠在陳氏的《佛教與中外交流》書評中指出其「中心與邊緣」的視角，似乎是受到日本學者

的影響，容易讓人聯想到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甚至追溯到更早江戶時代「華夷變

態」中找到思想根源。 
2
 李四龍認為佛教作為異質文化在隋唐得以全面移植，獨立發展。（《天台智者研究：兼論宗派

佛教的興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一版，頁 3.） 
3
 藍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 年 7 月，二版二刷，頁 178。 

4
 柳田聖山，《禪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1988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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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態度的不同, 使他長期遭受隋代帝王的疑忌和威逼，並最終導致不幸的結局。」
5然其表達出對陳朝政權的感情出於其對於儒家忠孝觀念、名教節義的堅守6，此外，

日本學者佐藤哲英以〈智顗傳〉及其著作為中心審視其思想，可看到智顗作為禪師、

開山祖師、西方願生者以及神僧等多重角色，7以上諸說無疑使得智顗的形象更為

多元。此外，董平也認為「智顗與陳國君臣的深相結納也出乎其主觀上的自願，但

他對隋王朝的態度實際上卻若即若離，始終未有一種主觀上的親和感。」8隋朝帝

王對智顗「雖禮敬慕謹，卻亦多有猜疑, 並非處於完全的誠懇，其必欲置之於京師, 

則貌似崇敬而實為監督限制。」9另一種認為，從權力轉移與文化變遷並不同步的

角度考慮，智顗在佛教界影響力並未受到劇烈變化，為陳、隋王朝共同的御用工具，

其理論活動，是為王朝統治合理性提供神學論證。10亦即前者視其為挽救權力危機

的籌碼，企圖藉由智顗所具有的宗教資源、神聖權威為權力祈禱；後者則主要看中

智顗在籠絡民心、組織示範以及宣示權力合法性上的重大價值。包兆昌主張在崇尚

佛教的共同背景下，智顗對待兩個政權的態度是相似的，無論陳朝宣帝、後主還是

隋朝文帝、煬帝, 對待智顗的態度都沒有超出東晉以來形成的帝王與名僧之間互相

尊重、互相支持的關係模式。而智顗對於兩朝君臣的態度也大體相同, 在遵守沙門

律儀的前提下, 出於弘法度眾的目的與世俗王權相周旋。11 

    佛教東傳至漢地，與中國本土文化會遇，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

帝王作為壟斷了具有神聖權力的「天」與世俗最高權力的「君」之中，使得僧人與

權力之間互動呈現出印度社會結構中所沒有的特點：二者絕非單純的誰居於上位

的此消彼長，也並非在教義哲學上哪個更為高明，其中涉及到特定時代的漢地文化

發展狀況，帝王、世家大族以及一般庶民各自的處境及訴求乃至作為方外之文化被

接受的過程；也呈現出尊崇、信奉、利用、控制乃至極端的排佛等多種面向，體現

了二者競爭、博弈並力求平衡的複雜關係。這一結構促成了「末法」意識的形成，

反過來，佛教「末法」覺醒又影響了僧人與權力的互動。 

智顗在這個時代脫穎而出，成為開啟中國佛教獨立發展之路的標誌性人物，是

因其橫跨南北的人生閱歷、博采眾長的思想體系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實踐性

格。在政權更替頻繁的時代以智顗的行蹤為線索來釐清與陳、隋政權的互動模式以

 
5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6
 潘桂明，《智顗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465. 

7 伊藤哲英，《天台大師の研究: 智顗の著作に關する基礎的硏究》，百華苑，1961 年， 
8
 董平，《天台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9
 同上。 

10
 郭朋，《中国佛教思想》(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11
 包兆昌，〈智顗與陳、隋王朝關係新探：兼與潘桂明、董平相榷〉，《台州學院學報》，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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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過程中其個人思想的建構，對於我們理解中國佛教的性格具有重要意義，因此，

筆者將以「末法」切入嘗試尋求一種解釋智顗思想、行蹤，以及天台僧團與政治的

互動的新角度。末法這一時代主題值得關注是因為智顗置身經歷過幾百年的民族

融合之後的文化中，佛教在此局勢中連續兩次遭受法難，另一方面其也緊密關係到

唐代發生的沙門是否敬王者的大論戰12。智顗為主的天台教團與政治的互動則成為

一種有意義的嘗試。 

因此本文主要就以下幾個問題作為思考的關鍵： 

1. 慧思的末法思想對智顗的影響 

2. 「末法」在智顗著作中的呈現及所反應的思想內涵 

3. 末法時代對智顗的行跡的影響，反映了什麼樣的時代關懷？ 

4. 楊廣在不同時期是如何對待智顗及其僧團的？有何獨特之處？ 

5. 智顗與陽廣交往體現了的王法與佛法相互作用的哪些面向？ 

 

一、 慧思對智顗的影響 

天台宗的師承傳法系譜，與禪宗諸傳燈錄同樣，事實上係後代弟子所追朔出來

的法統。在智顗之前，天台傳承高推龍樹（約公元 150-250 年），繼而以東魏孝靜

帝到北齊文宣帝時期的慧文（生卒年不詳），進而奉南嶽慧思（515-577）為三祖。

認為天台思想傳承關係首先由灌頂提出，在後世被不斷強化，此中的疑點13此處姑

且不論，但就智顗主要師承南嶽思大禪師是可為諸多佛教史料所證明的，如最接近

智顗生活時代的柳顧言（542-610）〈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灌頂（561-632）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對於智顗求學經歷的記載表明了慧思與智顗尤有因緣。

因此，探討智顗在思想與行誼上所表現出的特色，當首先對慧思有一番了解。 

（一）慧思行狀考 

 
12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13 藍日昌，〈天台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立的佛教宗派〉，《普門學報》第 6 期，2001 年 11

月，頁 3。 
案：從智顗所在時代，其弟子及其他社會人士對其稱呼可找到一些線索。柳顧言（542-610）撰

〈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稱智顗為「會稽天台山大禪師」。智顗著作之主要記錄整理者，

其弟子灌頂（561-632），署名「天台智者大師說」，唐初道宣（596-667）《續高僧傳》稱其為

「禪師」，中唐荊溪湛然(711-782)在其《止觀輔行傳弘決》中提到「『智者』二字，即是教

主……。法名智顗。」，林之欽以為此處教主並非開宗之祖」意，而指《摩訶止觀》為智顗所

說，為「說教之主」（林志欽，〈天台宗祖師傳承之研究 —從初祖到五祖〉，《真理大學人文

學報》第四期，2006 年 1 月，頁 49，腳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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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灌頂所作的《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記載，智顗的老師慧思對其囑託「素聞

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孤付囑。」14智顗與金陵結下因

緣，與其師之諄諄告誡與用心安排有密切關係，那麼本章將就〈續高僧傳·陳南岳

衡山釋慧思傳〉以及《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等相關文本釐清慧思的生平及其意

志，以考察其言行對智顗的遊化行跡、思想形成所產生的影響。 

《立誓願文》系南北朝時期高僧慧思禪師唯一一卷自撰著作。15慧思人生的最

後十年居止南嶽，故有「南嶽尊者」之稱。此書成於陳永定二年（558），其敘述

自己出家、學道、習禪以及在各地游化疊遭諸異道擾亂毒害，因發心寫造金字經本

的因緣，仿效彌陀立誓願度盡世間眾生。慧思十五歲出家修道，誦持《法華經》等

其它大乘經典，精進苦行到二十歲，「求無上道為首楞嚴，遍歷齊國諸大禪師學摩

訶衍，恆居林野經行修禪」；二十至三十八歲，「恆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覲供養諸

大禪師，遊行諸州非一處住。」敕喚供養不肯，隨即捨避渡淮南入山。年三十九至

四十四歲，除繼續遊歷與諸禪德相印證外，其主要活動是講說摩訶衍義，可謂歷經

魔劫，多次遭逢危難。《立誓願文》中記載被請出講說摩訶衍義的場合，並記其年

齡數、末法紀年，以及諸惡比丘或惡論師從中作難、阻礙弘法。如是數次非一，分

別發生於「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年四十，是末法一百二十一年」、

「至年四十一，是末法一百二十二年」、「至年四十二，是末法一百二十三年」、

「至年四十三，是末法一百二十四年」共有五次，其中由三次危及身命，最後一次

諸惡比丘斷諸檀越不令送食，就此發願而眾惡比丘退散。「至年四十四，是末法一

百二十五年」唱吿諸方其廣大願。16摩訶衍（Mahāyāna），慧琳在《一切經音義》

記為「摩訶衍：具云『摩訶衍那』，言『摩訶』者，此云『大』也，『衍那』云『乘』

也。」17《大智度論》卷百「摩訶衍是大乘法。」18從慧思行持習學的經歷，可知他

的禪學思想重視大乘的般若之道，以《法華經》和《大品般若經》為中心，以後到

處講說《般若》，發願守護、弘揚，這就使得他的禪法儘力於引發智慧、究竟實相，

重在禪之「觀」，與當時北方盛行之禪法不同，《續高僧傳·慧思傳》載「南北禪宗

 
14 灌頂撰《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冊 50，頁 192。 
15 對於《立誓願文》，有學者懷疑其偽作。惠谷隆戒〈南岳慧思の立誓願文は偽作か〉，《印度學

佛教學研究》第六卷第二號，1958 年 3 月 30 日發行，頁 524-527。小林泰善〈南岳慧思立誓願文の

形成に関する問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一號，1975 年 12 月 25 日發行，頁 250-

253。山野俊郎〈南岳慧思「立誓願文」に関する一試論〉《佛教学セミナー》第 58 號， 1994 年 

10 月 30 日發行，頁 35-56。 
16
 慧思之行誼根據〈立誓願文〉〈續高僧傳·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整理而成。 

17
 唐·慧琳，《一切境音義》卷二十一，《大正藏》冊 54，頁 440。 

18
 《大智度論》卷一百〈90 囑累品〉：「摩訶衍是大乘法」，見《大正藏》冊 25，頁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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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
19
無疑慧思的禪法對當時北方

的佛學風氣而言是一個較大的衝擊。 

何以慧思宣講摩訶衍義時會屢屢遭到阻難呢？慧思深知，江東佛法宏重義門

而輕視禪法，北方佛學則重視禪定實踐而輕視義學，慧思是重般若學的禪師，定慧

二者則互不偏廢，以至於「晝談義理，夜便思擇」，20而為南北罕不承緒，為南北

學風融合、交流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正由於其止觀雙修、定慧兼攝的實踐法門，其

因弘揚《大品般若經》、《法華經》等諸大乘義學而有「一心具萬行」之說，及其

對於「《法華》圓頓」之旨的強調，與北方流行的修禪風氣並不相合，才導致屢屢

受到「諸惡比丘」、「諸惡論師」的攻訐與陷害。而其最終的成就顯然是以其地域

上的南移為契機的，這表明慧思重視義學的方面因與南方學風相互和諧易於融洽，

而其禪定的境界卻又足以令人耳目一新，故為南方玄談式的佛教界另開闢出一片

天地，營造了南朝佛學理論與實踐之新風。 

（二）慧思的末法思想對智顗的影響 

正如前文已所論述的，慧思在其《誓願文》中屢屢表露出的對於末法的危機感，

佛法衰微似乎已經不可挽回。在戰亂動盪的南北朝時期，接二連三的毀佛事件所造

成的影響，除了為文獻所記載的寺院被摧毀、僧人數量驟減以及佛典散逸之外，給

佛教徒內心所造成的震撼、以至於對佛法命運的憂慮是討論中國佛教發展的時候

務必給予重視的。末法作為僧徒門採取實際行動挽救法滅之頹勢的直接原因，事實

上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個人的修行實踐、義理詮釋乃至寺院運作。本文就當時代

逐漸流行的「末法」思想進行考量，慧思，作為當時具有代表性的末法思想的論述

者，是如何影響得意弟子智顗的思想及行動。21        

印度佛教思想發展的歷史中，並未形成系統的末法思想，但佛典中有關正、像、

末三時之說的記載，卻為中國的高僧大德們發展為「末法」「三時」思想提供了必

不可少的資料。22而且三時之說，只有經由中國佛教界高僧大德們的發揮與創造，

才真正演變為一種時代觀念或危機意識，且形成為一有系統、有組織的末法思想體

系，在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中產生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慧思末法思想的樹立，既

與北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毀佛以及佛教內部潛藏著的危機深相關聯，又與其個人

的禪修證驗和其弘法受阻、屢受惡僧毒害的人生際遇相關。縱觀慧思生平，入道修

 
19
 《續高僧傳·慧思傳》，《大正藏》冊 50，頁 564。 

20
 〈續高僧傳·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大正藏》冊 50，頁 564。 

21
[日]元法常《南北朝時代の疑偽經における末法思想の形成》「南北朝後半から,活躍した,智顗,

信行,吉藏,道綽などは庶民経典としての疑偽經からの教説を頻繁に引用している.」 
22
 末法思想主要見於大乘經典，然在初期佛教經典中也可以看到正法滅，像法出的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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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外緣難具，備嘗艱辛，方禪觀有成；弘法度生，惡緣重阻，身陷絕境，其數不

一。反觀自身經歷，結合經典所說，慧思亦不能不認為當世的情形，確是末法的徵

象。因此他在〈立誓願文〉中所云：「正法、像法，皆已過去，遺法住世，末法之

中，是時世惡，五濁競興，人命短促，不滿百年，行十惡業，共相殺害。」這完全

是其個人遭遇的直接反映。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中記載智顗拜師之際，慧思以為「昔日靈山同聽法華，

宿緣所追，今復來矣。」而視其為慧思之高足，可見智顗頗受思師之賞識；智顗於

陳天嘉元年（560）前往光州（今河南省光山縣）大蘇山，依慧思學四安樂行，證

悟法華三昧。按常情推測，就師承關係而言，智顗既為慧思的弟子，其師大力主張

末法之說，其弟子似乎也應十分強調此點。關於此，日本學者多有主張智顗雖為慧

思親口相傳之弟子，然而並未承襲其末法思想，更有論者以為其著作中幾乎看不到

正法、像法、末法之思想的痕跡。23若就二人的成長環境及經歷迥然不同，弘法的

際遇各異，所立教法也有一定差異，對於佛教法運的看法亦大不相同，故智顗的末

法意識遠不如其師那般強烈是可以理解。但在智顗的著述中，關於「末法」（或末

代）之說也多有出現。根據日本學者對智顗的考察結果，由智顗親撰以及其親說後

經灌頂整理的作品分為前期（575 年前）與後期（575-597）兩個時代。24根據前輩

成果，對智顗作品中的「末法」作簡單梳理。 

在《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中見：「然末世行者，善根微薄。證觸之時，多不

發諸餘事理，禪中境界，今恐有發者不識故。」25指出末世修禪者多盲目，「末代

相承，說法教授自不修禪，既無內道，出言即便破人修定。若觀提婆之說，乃以禪

定為要，世人顛倒，實可哀哉。」26批評末代諸多法師、禪師之亂象。「所謂『過

去今世障法起故』，末世之中，此退分多。」27表達對亂世無法安心禪坐的失望等

等。《摩訶止觀》卷八論述「今末代癡人聞菴羅果甘甜可口，即碎其核，甞之甚苦，

果種甘味一切皆失，無智慧故，刻核太過，亦復如是。」28《法華玄義》卷四云「《涅

槃》為末代凡夫見思病重，定執一實、誹謗方便，雖服甘露，不能即事而真，傷命

 
23
 日本學者高雄義堅、惠谷隆戒等， 

24
 以上說法，綜合日本學者李四龍的說法。見大野榮人，《天台止觀成立史の研究》， 京都：法

藏館，1994 年；佐藤哲英，《天台大师の研究》，京都：百华苑，1981；李四龍，《智顗思想與

宗派佛教的興起》（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1999），收入《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一《法藏文

庫》碩博士學位論文》冊 l4，2001.3。 
25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三，《大正藏》冊 46，頁 498。 

26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五，《大正藏》冊 46，頁 509。 

27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五，《大正藏》冊 46，頁 512。 

28
 隋·智顗說，《摩訶止觀》卷八，《大正藏》冊 46，頁 103。 



 

8 

 

早夭，故扶戒、定、慧，顯大涅槃。得《法華》意者，於《涅槃》不用次第行也。」

等等，29可以說智顗是以「末法」作為其著說的大背景。 

另在其諸多著作當中都曾提及末法眾生的根機時宜，如《國清百錄》﹤遺書與

晉王第六十五﹥云：「末法眾僧，多行不稱服，尚不挾人意，況扶經律？」30 這是

智顗給晉王廣的一封遺書，此中深刻的表達了他一生中所歷經的六項遺恨。又以如

來滅度後法付國王之期許，若晉王能秉持治理國家並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

者敬之。起平等不可思議心，則功德自然無量，雖以末法僧眾，多行不稱，尚且不

懂的依持世間人的心意，更何況扶經持律，弘護正法。還望晉王於佛法為國土、為

眾生，留心功德。即使命盡之後，若有神力，誓當影護王之國土，願使佛法衍流，

以報王恩。 

又於最後遺囑《觀心論》中更感嘆到末法眾生「若觀一念心，能答此問者，當

知心眼開，得入清涼池，不能答此問，奈何盲冥也，少義尚不見，那得行大道？哀

哉末法中，無復得道者。」31修道人盲冥少義，不行大道，智顗痛心，末法之時哪

還有得道的人。回應智顗與晉王遺書中肯定其所在時代國王對於佛法隆興的重要

性時所說「又末法眾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

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32「末代修觀心，  得

邪定發見辯才無窮盡  ，自謂人間寶。無知者鼻嗅，  野孤氣衝眼，舉尾共脚行  ，次第

墮坑殞為是因緣故  ，須造《觀心論》」33 

如上所見，智顗對末代諸相的深切關心，與慧思末法強調的面向不同，前者重

在僧團內部的鬥爭，是僧團的墮落，是為「法滅」，而智顗關注於外在的王朝興替，

政治動亂甚至「王法」迫害，34較少帶有個人遭遇的色彩，更多的體現為一種對末

法之亂象的冷峻思考，其語境中的「末法」，除了佛教本義之外，已然具有具體年

代的歷史、發生具體的歷史事件相關係的「王朝末世」之佛法的意涵。35周武帝滅

佛後，又親身經歷陳朝為隋所滅，在隋軍攻破金陵之際，寺院被毀，經像遭劫，這

 
29
 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四，大正藏冊 33，頁 726。 

30
「又末法眾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扶經律。」(《國清百錄》卷三，《大正藏》冊 46，

頁 810。 
31
 智顗《觀心論》，大正藏冊 46，頁 585。 

32
 《國清百錄》卷三，《大正藏》冊 46，頁 810。 

33
 《觀心論》，《大正藏》冊 46，頁 585。 

34
 法滅與末法二者之間在漢語佛典文獻中具有什麼樣的意涵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佐佐木教悟認為

「法滅思想」指的是佛滅之後因僧伽墮落而導致的佛法消頽，與受到外界迫害而導致佛法衰敗的

「末法思想」有所不同。見氏著〈法滅思想について〉，《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第 21 號，1956

年，頁 15-29。 
35
 劉屹，〈佛滅之後:中國佛教末法思想的興起〉，《唐研究》卷二十三，2017 年 12 月，頁 493-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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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毀佛的一幕，如此「衰世、亂世」無一不深深衝擊著智顗，也對其思想、活動

產生了重大影響。 

就以上有關末法/末代的論述，是智顗所在時代的時代課題，也深刻影響了佛

教思想、僧團組織以及佛教與社會互動模式等多方面的發展演變。在統一的中央權

力重新構建過程中，僧團以寺院為基地所進行的自我規訓，一方面是對政治權力控

制社會生活的配合，另一方面則體現了僧團爭取獨立的意志。 

二、 智顗弘法的空間轉移 

如前所述，連續兩次滅佛的重大時代背景，加之頻繁的政權更迭，36佛教已飽

受滄桑，佛教徒們紛紛為護法衛教作出了各自的選擇。智顗自大蘇山南下金陵37，

輾轉於都市與山林之間，本節將主要梳理智顗的弘法行跡在空間上的轉移並嘗試

對其進行解釋。 

（一）智顗（538-597）生平重大階段及解釋 

1.智顗的行跡路線分析 

在智顗所在時代，數百年的政權分裂重新統一，南北文化溝通變得頻繁，除了

南北文化自發流動之外，統治力量主導的文化政策發揮重要引導作用，體現在佛教

上則是文帝、煬帝對全國高僧的招攬而引發的佛教人士的流動，反過來，文化流動

又進一步加快了思想的交融，新思想的產生，進而促進了南北政權的統一。因此為

了更為全面了解智顗的思想以及行為策略，這一部分將主要根據灌頂《隋天台智者

大師別傳》、《國清百錄》、道宣《高僧傳》以及《隋書》等史料，梳理智顗生平

的行跡，信息如下： 

 時間 智顗生平 重大事件 文獻 

出

家 

梁敬帝紹泰元

年（555）～太

平二年（557） 

長沙寺出家 

學 於 慧 曠 律

師 並 受 具 足

戒。 

太平二年（557）梁朝滅亡 

孝元之敗（梁亡，陳霸先稱

帝）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

傳》 

《國清百錄》卷四 

學

習 

陳文帝天嘉元

年（560）～光

大元年（567） 

入 光 州 大 蘇

山 詣 慧 思 禪

師，受學禪法 

慧思令其代講《大品》 《續高僧傳·智顗傳》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

願文》38 

 
36
 北周滅齊時，摧毀北齊佛寺、驅趕僧徒。 

37
 學者認為智顗受其師指派而南下陳都。如蘇小華，《南北朝佞佛与废教事初探》，社科文獻出

版社 2020 年 4 月，頁 81. 
38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大正藏》冊 46，頁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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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陵

時

期 

陳廢帝光大元

年（567） 

 

與 同 道 法 喜

等至金陵 

受 陳 宣 帝 禮

遇，住瓦官寺 

1.慧思付法 

2.於瓦官司宣講《法華經》

《大智度論》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

傳》《國清百錄》卷四 

初

入

天

台 

宣帝太建七年 

（575） 

初入天台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

滅佛，北僧南渡 

《國清百錄》卷四 

再

入

金

陵 

至 德 三 年

（585） 

回到金陵 少主前後七次邀請智顗入

京 

《國清百錄》卷二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

傳》 

586-（禎明元

年）587 

靈曜寺 

光宅寺 

講《大智度論 

後主口敕講《仁王經》 

並捨身光宅寺 

《國清百錄》卷一 

《國清百錄》卷一 

南

下

廬

山 

 

禎 眀 二 年

（588） 

智 顗 僧 團 被

迫離散，南下

廬山 

晉王楊廣行軍元帥進兵伐

陳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

傳》  

禎明三年 589 攻入金陵後主被俘 

開皇十年末 

江南叛亂 

 秦孝王書第二十三 

隋高祖文皇帝勅書第二十

二 

《國清百錄》「隋高祖

文 皇 帝 勅 書 第 二 十

二」 

入

揚

州 

開皇十一年 與 晉 王 授 予

菩薩戒 

王傳法燈智者 《國清百錄》卷三 

離

開

揚

州 

開皇十二年 重返潭州（至

潭 州 復 興 慧

思 所 建 道

場）、 

後至荊州 

王論荊州諸寺書第五十二 

開皇十三年 建玉泉寺 

圓

寂 

開皇十七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發願疏文： 

先為興顯三世佛法。次為擁

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

眾生。 

晉 王 兌 現

承諾 

《國清百錄》第六十

四、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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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十七年十

一月 

遺書與晉王 

以上表格，筆者將智顗一生分為出家參學、南下金陵、初入天台、再入金陵、南下

廬山、弘法建寺等不同階段，南下金陵更多是來自慧思的安排，共法喜等二十七

人同至陳都，然而在金陵的八年時間，廣宣《法華經》及《大智度論》，講《大

論》說《次第禪門》，為南方佛教帶去聞所未聞之禪法，名譽京城、道俗請益成蹊，

然而智顗是如何看待其金陵弘法的呢？《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中記載： 

 

昔南嶽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

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減十人得法。其後徒眾

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蔣山過近非避

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白道猷所見者信矣。39 

 

智顗對於繁華陳都弘法的失望是明顯的，因懷抱在帝王支持的大好環境中弘揚佛

法的深切希望，卻苦於事與願違，拳拳之情溢於言表。於是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登上

了心念已久的天台山。其此後的行跡：再入金陵、南下後再回天台，應晉王之幾番

邀請而至揚州，後回天台，後又應召至江都，中途大期將至，在石城寺圓寂。由此

可見，智顗始終出世與入世之間往返。 

（二）真觀、智顗與江南叛亂 

陳垣以為《續高僧傳·真觀傳》作為該史料的史學之利用，當紛亂之世，道人

離俗出家，但每與政治不無關係。40被道宣歸類為「雜科聲德」的真觀「聲辯之雄，

最為宏福，以至於江表大國莫敢爭先」41，其與智顗敦猷莫逆，二人年臘既齊，「共

遊秦嶺凌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采，則深安禪寂」，並約為法兄

弟，但二人與帝王關係有別，自陳至隋，智顗「智者徵上闕庭」受到諸王之尊崇，

真觀則在隋祖「三敕勞問」、秦王「二延總府」後，皆辭以疾，似乎保持與朝廷的

絕對距離，「孤園敷說」。因此，與智顗相比，其影響力更側重於「大流法味，載

廣俗心」，雖非法義之造詣，但卻在民間大眾中影響廣泛。以下將以真觀為例，揭

示智顗在江南的社會往來，以更全面了解隋代帝王之於智顗的態度。 

 
39
 灌頂撰《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冊，50 頁。 

40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書店出版，2005 年 4 月，頁 23. 

41
 《續高僧傳》卷三十，大正藏冊 50，頁 703。案：此處聖語藏與南方諸版本為「江表文國」，

以為不妥。另見「時諺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僧』師與智者年臘相齊，為法兄弟，高談寂

照，金石相宜。」《法華經顯應錄》卷一，《續藏》冊 78，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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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十年、十一年（590-591），江南叛亂，權貴多有積極響應者，真觀因為聲

名昌盛光揚江表，以至於被傳為叛軍造檄文，不經審問即將被誅，可見江南叛亂對

於隋朝統治者造成的震懾作用，同時也顯示了真觀深入民眾，具有一定影響力。行

將被誅，楊素責備說：「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

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一句自我申辯，徹底惹

惱楊素，其大怒而將檄以示。真觀坦然回應：「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

作，過此。」甚至指出其中三五處尤差的地方。有趣的是，真觀與楊素同為好文者，

對檄文雅俗具有鑑賞能力，因此楊素「信其言」，如此，真觀以其膽識及學識為江

南文士爭取到了辯解的機會，真觀陳情道：「吳越草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

逼。即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

當下隨即攬筆，行文如流，千古一作《愁賦》得成。真觀得脫可謂是權力對於僧侶

的籠絡，也真實反映出其對高僧及其在尚不安的江南所具有的影響力之忌憚。42 

就在同一年，開皇十年（590）正月十六日，隋軍南下滅陳後，高祖旋即下令

江南氏族名士皆強行徵召入關，然而能否給予妥善安置頗值得懷疑。而作為具有強

大影響力的佛教，自然被作為重點考慮對象，文帝敕書於智顗禪師，一方面表達於

佛教敬信情重，復興佛教法輪重轉，其自矜於正法之弘揚有功，於蒼生之救度有益；

另一方面對智顗提出了要求甚至指責，言辭中的強制和壓力，令人不寒而慄： 

 

師既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

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

所歸依。仰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43 

 

藉由上文，可從中了解智顗禪師在南方佛教界乃至世族英彥之中的影響力，可作為

整個佛教界之導向，其與隋政權的合作與否也影響著整個江南佛教對隋廷的態度

（當然，文帝的敕書可能不只與智顗一人）。由此可見，素來奉佛的文帝首先是一

位開國帝王，如何鞏固對靠武力佔領下的江南的管理，是其關心的第一要務。這一

敕書就是最好的證明。此外，《隋書·高祖紀》記載，文帝雅好符瑞，亦曾敕令「私

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而其對佛教的忌憚源自深誾佛教不只是一種新的價值、思

想體系的傳入，而且意味著新型的非血緣組織型態以及所影響的巨大民眾力量。可

視為其防範民間社會力量的重要組成，何況佛教多與圖讖有關聯。 

 
42
 王永平，〈隋煬帝招攬江南之高僧與南朝佛學之北傳——以《續高僧傳》所載相關史實為中心

的考察〉，《揚州大學學報》23 卷 2 期，2019 年 3 月，頁 102。 
43
 《國清百錄》卷二〈隋高祖文皇帝勅書第二十二〉，〈大正藏〉冊 46，頁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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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年（590）十二月秦孝王楊俊書與智顗，「安州方等寺奉為皇帝修立，

屈法師向彼行道。」安州位於浙江，年末值江南叛亂，高智慧以浙閩為營，開皇十

一年（591）五月十九日叛亂定，隨後，晉王被任為揚州總管，延請高僧，設立寶

台收集藏經，而其與智顗的往來更是頻繁。 

（三）智顗所遣派弟子與政治互動 

南下江南之際，慧思曾明言將法脈付予智顗，併諄諄告誡「吾久羨南衡，恨法

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不謝汝， 緣當相揖。今以付屬汝。汝可秉

法逗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44智顗在世時，聲名達到顛峰。他不僅

是陳、隋二朝之國師，國君對之非常敬重恭謹，且門下弟子非常眾多。如灌頂《隋

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言智顗親手度僧一萬四千餘人，「傳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而

自行者不可勝數。《續高僧傳》亦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然而，慧思的囑咐「延

續法脈、切勿斷種」如警鐘般伴隨智顗一生，甚至在其致予晉王的遺書中依然以學

生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而深感辜負先師厚望，顯然智顗並非法脈無傳。事實上，

智顗一生奔走以及其生前對弟子教導、安排，頗能體現其紹繼法脈的基本策略，而

其弟子的行跡亦體現了智顗的意志。 

《續高僧傳》為智顗弟子立傳者唯有：智鍇（533-610）、智越 （543-616）、

智晞(556-627)、灌頂（561-632）、智璪（556-638）、普明（生卒年不詳）、大志（生

卒年不詳），及於〈智越傳〉中附言波若(562-613)與法彥(546-611 或 552-611)共九

位。其中最重要者為灌頂，次為智越，再者為智璪、普明。諸弟子所擔任不同的角

色，智顗晚年即僧團交託給智越，其成為僧團之領導由《國清百錄》可以看出。在

《國清百錄》所收之諸多文書中，智顗入滅後的天台教團之正式書狀皆由智越具名

而發。灌頂於至德三年(585) 從師智顗，居金陵光宅寺，「研繹觀門頻蒙印可」，

此後即隨侍智顗。開皇十一年(591)陪從智者居揚州城外禪眾寺，「為法上將」，後

隨智顗出入天台山等多個場合，記錄、校注智顗作品，成為智顗思想的主要繼承、

發揚者。再者與灌頂同為僧使的普明、智璪作為涉外之使者，屢屢下山至揚州、長

安與煬帝互動。此外，習禪四十九年的智晞，命終往生兜率天彌勒淨土；修禪、誦

經為業的大志，行頭陀行。曾勸帝興顯佛教而自燃一臂，七日入定，結跏趺坐而卒；

避難至南地陳朝的法彥太建七年(575)時隨智顗隱居天台山，蒙智顗傳授禪法，乃專

修禪定，三十年中常坐不臥。 

以上對智顗安排弟子的簡單分析，基本可以看到其意圖所在，智顗謹記先師慧

思的囑咐，儘管他個人似乎並不熱衷於親近帝王，但是其實其弟子皆可視為其手

 
44
 灌頂撰《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冊 50，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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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從而開闢出延續法脈的多元路徑，佛教學術上的不斷發展完善，從而逐漸從印

度佛教中開發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圓融思想，獨具特色；在僧團組織上盡最大力量上

爭取最多的支持那就是保持與帝王之間的交往，在止觀禪修上，天台上依然培養出

一批優秀禪師，在慧觀指導下的禪修亦體現了智顗所帶領團隊的巨大貢獻。因此，

智顗在政權更迭、末法思想盛行的時代，為不負先師百金之寄，不做佛門斷種人而

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三、智顗對陳、隋王朝的政治策略 

（一）隋統一前同時代南方諸僧的選擇 

隋建立政權、滅陳這一歷史階段內，與智顗同時代的僧人如何選擇，可作為思

考智顗的行跡及應對帝王的決策的參考。王永平曾以《續高僧傳》為中心，分江東

入隋、陳亡避世、南投北返三組對江南高僧對北方隋政權的親疏選擇作了詳細分

析，45已然指出第三組南投後返北之高僧對江南文化、佛教風尚缺乏歸屬，認同度

比較低；然而有必要對「南投後長留江南」的高僧情況有所了解，平陳第二年即開

皇十一年（591）南方動亂後慧日道場的僧人整理如下： 

開皇十年江南動亂後慧日道場/日嚴寺僧人 

僧人 籍貫 入江都前駐錫 事蹟及影響 資料來源 

江北·法論 南郡 青溪覆舟山 精研《成實》 卷九·義解 

南下·智脫 廣陵 建康、雍 弘揚成實毗曇等論 卷九·義解 

江南·法澄 吳郡 江都開善寺 （前）化洽吳楚，傳譽淮海； 

（後）披講智論，聲望彌重。 

卷九·義解 

嶺南·慧越 嶺南 羅浮山 聚眾業禪有聞南越； 

性多汎愛慈救蒼生 

卷十七·習禪

* 

南下·慧乘 彭城 陳都莊嚴寺 義高詞麗聲駭徒，敕為大

講主 

卷二十五·感

通 

江南·智果 會稽 被囚江都 時弘唱讀文學所欣 卷 三 十 雜 科

聲德* 

江南·智騫 江表  正字讐校，變體詁訓，造眾

經音及蒼雅字苑 

卷 三 十 雜 科

聲德 

江南·吉藏 安息 嘉祥 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 卷九·義解 

 
45
 王永平，〈隋煬帝招攬江南之高僧與南朝佛學之北傳——以《續高僧傳》所載相關史實為中心

的考察〉，《揚州大學學報》23 卷 2 期，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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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道莊 建業 建業 諮謁前疑，披解無滯 卷九 

 

根據王氏所立「陳亡避世」的高僧信息如下： 

《續高僧傳》中所見陳亡後避世僧侶表 

僧人 籍貫 陳末駐錫地 避世地 弘法行為與影響 資料出處 

慧隆 句容 建康 建康 講《成論》《涅槃》《大

品》 

卷 12 本傳 

慧曠 僬國 後梁江陵 丹陽 講《大論》綜合舊學 卷 10 本傳 

吉藏 安息 建康 嘉 祥 秦

望山 

收集整理文疏 卷 11 本傳 

道慶 無錫 建康 無錫 授徒傳教 卷 12 本傳 

智琰 吳 建康 吳 形陰而名揚 卷 14 本傳 

慧頵 江夏 建康 吳 廣收學徒 卷 14 本傳 

法敏 丹陽 茅山 余姚 講法華，三論 卷 15 本傳 

智顗 華容 建康 匡山 見上文行跡表 卷 17 本傳 

智鍇 豫章 建康 匡山 修習禪法 卷 17 本傳 

僧定 丹陽 建康鍾山 鍾山 業定之心，無庸世務 卷 19 本傳 

智周 婁縣 吳越 婁縣 晦跡山林，終焉不渝 卷 19 本傳 

道暀 汝南 建康 廬山 心願匿跡，無事音塵 卷 21 本傳 

大志 山陰 建康 廬山 不隸公名，不預僧伍 卷 29 本傳 

真觀 錢塘 建康 建康 數辭不就徵 卷 31 本傳 

該表可以看出，儘管同選擇隱居山林，但也有較大差異。隱居而因講法而聞名者再

次被延請入世者，人數也不少。 

面臨局勢動盪之際，江南人士或北上或入江都或者隱逸，呈現空前的高頻度及

多元性，揭示了身處權力更迭、佛教命運也隨之受到影響的末代，僧人們遊走在權

力、社會與山林之間以謀求佛教的生存空間的努力，以此反觀智顗的行跡以及傾

向，於出世與入世之間，也可作為時下一類高僧的共同選擇。 

（二）智顗在隋統一前後的政治策略分析 

1.陳、隋王朝的佛教政策 

諸多史料顯示隋文帝開國以來延續了北朝的佛教管理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大

力推行復興佛教的文化政策是無庸置疑的，其著手度僧、造塔、營像、譯經傳法等

弘法工作，試圖借助佛教這一文化媒介完成人心安撫與政權的統一的措施也是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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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的，然而，平陳之後謀統一大業之際，卻並未轉換其關籠集團的本位思維：

管理南方佛教併不與北方同樣的政策，南北方文化長久以來形成的文化及南方士

人所抱持的文化優越心態不斷被破壞，終於開皇十年爆發了席捲南方的反抗運動，

也深刻暴露了文帝處理南方問題的缺陷。關於這一點，多有學者給予關注並作了詳

細論述，46本文將以《續高僧傳》中的相關材料以及《國清百錄》中所收錄的文帝

〈隋高祖文皇帝敕書〉〈文皇帝敕給荊州玉泉寺額書〉為材料，在既有研究成果基

礎上重點梳理隋初文帝抱持的「重北抑南」的佛教政策傾向以及可能造成的重大影

響。 

與任何武力統一的政權同樣，隋文帝隋文帝並不滿足於政治上、軍事上的統治

地位，在思想文化上，也不肯放棄其華夏文化正統繼承人的地位。縱使隋開皇九年

（589）滅陳後，文帝在生活上給予陳後主及其大臣諸多優待，以比較溫和的方式

完成了政權的接替；在經濟上又下令免江南 10 年租稅。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穩定了國家對南方的統治。然而數百年來，南方擁有自成體系的哲學、經學和佛學，

還有溫文爾雅的社會習俗，保留了漢族傳統的禮儀。他們以漢文化的標準繼承人自

居，形成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優越感，並以此鄙視尚武、豪放的北人。然而文帝對此

沒有足夠重視，就《續高僧傳》中反映出來的文帝自創業以來對於北僧禮遇並賦予

重要職務，相對而言南方僧人則為數較少，即時平陳之後也並未明顯增加；47再者

其本人「偏宗定門」48以至於疏忽與南方佛教偏好義理之傳統的復興「天厭陳德，

隋運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49 

更有甚者見其有意控制「隋朝克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二所，

數外伽藍皆從屏廢。」50而收錄在《國清百錄》卷二中的《蔣州僧論毀寺書》記載

了在文帝平陳之後執行上述佛教政策後，奉誠寺慧文諸僧聯名求助於智顗向晉王

陳請勿使毀壞寺宇，此則南方佛教處境的最佳佐證。51 

此外，就整個南方文化政策而言，文帝甚至以天下共主之心態強行儒家意識形

態，時蘇威受命巡撫江南，《北史·蘇威傳》稱： 

 
46

 何德章，〈隋文帝對江南的控制及其失敗〉，《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 年

第 2 期。頁 73-78。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歷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頁 42-54。

韓昇，〈南方復起與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轉變〉，《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1998 年第 2 期，

頁 28-34。王永平，〈隋煬帝招攬江南之高僧與南方佛學之北傳〉，《揚州大學學報》第二十三卷

2 期，2019 年 3 月。 
47
 此處根據林伯謙對續高僧傳所整理的文帝開國至智顗圓寂前，其對高僧敕詔欽崇或信任啟用的

數據。林伯謙，《中國佛教文史探微》，秀威出版， 2005 年 2 月 1 日，頁 227-232。 
48
 《續高僧傳》卷二十：「隋祖創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置禪定寺，四

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咸悉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 
49
 《續高僧傳·慧頵傳》卷十四，《大正藏》冊 50，頁 535。 

50
 《續高僧傳·慧覺傳》卷十二，《大正藏》冊 50，頁 516。 

51
 《國清百錄》卷二，《大正藏》冊 46，頁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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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

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

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論言欲徙之入

關，遠近驚駭。52 

 

事實上，於江南推行「五教」的策略演變為開皇十年南方的大動亂的導火索。《隋

書》卷二「高祖」下記載道： 

 

辛丑，有事於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玄懀皆舉

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棱、饒州吳代華、永嘉沈孝

澈、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詔上柱

國、內史令、越國公楊素討平之。53 

 

可見此次事件波及範圍之廣、參與人員之多、世態之嚴重，直接反應了南北權力的

較量，揭示出了隋朝建國以來「關籠」之狹隘心態的受挫，由此所牽連的帝王如何

回應則直接決定了南北局勢的發展，南方佛教的命運在此關頭也顯得頗為迷離叵

測。《國清百錄》中所收錄的一則文帝與智顗的敕書〈隋高祖文皇帝敕書〉正是在

開皇十年南方動亂之際撰寫，部分內容如下： 

 

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己化人，

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

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仰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

宜相勸勵以同朕心。54 

 

文帝以師相稱，然而其行文透露出帝王之淫威，是對陳亡之際攜弟子西遊荊、湘後

安身廬山的智顗之妄加指責，甚至蠻力威脅，旨在要求智顗以佛教界之威望，以身

作則，幫助朝廷建立威望，「以同朕心」。此外在開皇十三年文帝敕與智顗的另一

封書信〈敕給荊州玉泉寺額書〉中，文帝回應智顗對寺額的陳請時敬問道：「省書

具至，意孟秋餘熱，道體何如？熏修禪悅，有以怡慰。所須寺名額，今依來請，智

邃師還，指宣往意。」55噓寒問暖之間，似乎將尊崇之心表現備至，但在灌頂所作

 
52
 《北史》卷六十三列傳第五十一〈蘇威傳〉，《欽定四庫全書·史部一·正史類》，浙江大學圖書

館影印出版。 
53
 《隋書》卷二「高祖」下，《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光緒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石印。 

54
 《國清百錄》卷二，《大正藏》冊 46，頁 802。 

55
 《國清百錄》卷二，《大正藏》冊 46，頁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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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別傳》的記載中可以了解文帝勅賜額號為「一音」
56
，結合其以同朕心的要求，

此「一音」與其如出一轍，其實是文帝對智顗屢次政治立場的考驗，也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文帝對待作為江南高僧的智顗的不信任。 

2.與晉王的應對策略 

晉王楊廣被前往揚州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如何調整管理南方的

政策以，而智顗與楊廣的頻繁往來在其南下揚州使命的完成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進而為楊廣在政治生涯中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楊廣總管揚州可謂臨危受命，這也標誌著隋代重視並著手調整江南佛教政策

的開始。坐鎮揚州，針對諸多僧人和教團被捲入動亂，其首先著手聯絡、安撫江南

佛教勢力的代表人物，如前圖所示，於江都設置四道場，不遺餘力網羅了大量人才

進駐四道場，然而天台智顗雖始終未進入，出於種種原因，晉王不僅請為國師尊加

「智者」，並對其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眾僧，

下書憂問慇懃委曲，遺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眾行道如師在日。」57而智顗如何

回應呢？以下筆者綜合諸多史料中的記載將智顗與晉王之往來方式歸類如下： 

（1） 晉王迎請，智顗固辭；辭而不得，接受迎請，約法三章； 

（2） 王請智顗為受菩薩戒 

（3） 智顗請王為檀越等要求 

（4） 付法於王 

首先，關於第一點，多番迎請，早在開皇十年江南亂起時晉王任揚州總管、鎮

守江都，隔年即致書請智顗赴江都弘法，國清百錄卷二《晉王初迎書》第二十四表

達了其迎請之意何等懇切，58《別傳》中記載了智顗「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

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何謂四願？ 

 

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床。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

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欺。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

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撙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

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

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願許為法，勿嫌輕重。四，三十

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塗既一，佛法再興，謬承人汎，沐此恩化。內竭

朽力，仰酧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旨。59 

 

 
56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冊 50，頁 195。 

57
 同上。 

58
 《國清百錄》卷二「晉王初迎書第二十四」，《大正藏》冊 46，頁 803。 

59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冊 50，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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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四願，關於第一、二條，多有人以為是自謙之詞，然亦明示晉王，莫對其禪

法抱持過高期待，並且因為「長逢離亂，身闇庠序」莫以禮相加；三、四則是提出

其作為出家人當持戒範，以傳燈弘法為重，一則本分，二則長於山水之間，勿嫌輕

重、加以約束。智顗經歷過陳宣帝、陳後主、少主，隋文帝等諸多帝王，來自帝王

的脅迫與壓力相比感受最為深刻，初與晉王交涉，始終以佛法事業為重，堅守一個

出家人的原則。 

其次，智顗為晉王之戒師。開皇十一年（591）十一月二十二日 ，晉王廣在揚

州舉開千僧會，邀請智顗頂受菩薩戒，智顗當時即做菩薩戒師，授戒予晉王廣。在

《國清百錄》卷二收錄有《王受菩薩戒疏第二十六》，其中詳細地載述了晉王廣布

施供養予戒師的衣物及金錢等事；另一方面，智顗亦稱晉王名叫總持。晉王對於智

顗，則賜予「智者」 的稱號，由之可以看出這是晉王廣與智顗結交是較為友好和

諧的。南北朝以來梁武帝、北齊文宣帝等，受菩薩戒成為帝王、儲君、重臣競相追

求的社會榮譽，可見晉王受戒於智顗在當時並非個例，而「智者」稱號雖有其經典

之依據，然而若考察其他史料則發現其顯然另有深意：最初梁武帝請慧約法師為其

授菩薩戒時，便賜其為「智者」，60並且柳顧言所撰寫的《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

文》中記錄晉王以為「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呂望之稱尚父」，61

前者輔助成湯滅夏桀，後者則輔助周朝文王、武王討伐商紂而建立周朝，如此類比，

晉王之真實意圖昭然若揭，智顗正如歷史上的謀臣賢相，幫助帝王獲得更多政治資

源、同時致力民心歸附，以此達到其政治目標。 

再者，智顗請晉王為檀越。在上述智顗行跡表中所顯示的，智顗在平陳之際攜

弟子入匡山；後被迎請入揚州為晉王廣授菩薩戒後即至荊州、湘州報地恩，而後南

下匡山度夏，再潭，所到之處興建寺院，便書信請晉王為檀越，如東林寺、峰頂寺
62，荊州玉泉、十住、道安上明寺、天台寺63，潭州慧思所立大明寺等；此外就《國

清百錄》中的信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智顗向晉王陳請度僧，64宣教光明行法而

恩放徒流矜免鞭罰等65諸多陳請與訴求，此可視為智顗在於晉王交往過程中的一種

方式。 

最後，付法於王。佛法與王法之較量由來已久，從道安的「不依國主則世法難

立」到慧遠堅持的「沙門不敬王者」，二者誰居於更高地位姑且不問，佛教與政治

 
60
 《續高僧傳》卷六「慧約傳」：「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闍梨之尊，屬當智者之

號。」《大正藏》冊 50，頁 469。 
61
 《國清百錄》卷四，《大正藏》冊 46，頁 817。 

62
 《國清百錄》卷二〈述匡山寺書第三十五〉，大正藏冊 46，頁 805。 

63
 《國清百錄》卷三〈重述還天台書第五十三〉大正藏 46，頁 808。 

64
 《國清百錄》卷三〈答度人出家書第五十六〉，《大正藏》冊 46，頁 808。 

65
 《國清百錄》卷三〈答放徒流書第五十七〉，大正藏冊 46 頁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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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密關係是無庸置疑的。智顗〈遺書與晉王〉中提到生平六恨，其五者：「於荊

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

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萠，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五恨也。」
66智顗生平與數位帝王打交道，豈能不深諳佛法與王法之間的內在邏輯？其遺書與

晉王，所表達之遺恨與其說是回顧一生、自我扣問，一因本無內德反召虛譽而深感

不安，二者則因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而辜負先師白金之寄；三則蒙王恩護，然弟子

眾多卻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致使信施化導無功，四者不如說是寄望晉王能對於遺志

有所回應。「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

到「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

將為了之心願交代完後，唯願「王秉國法、兼匡佛教······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

眾生。」 

    就以上智顗與晉王的交往方式來反觀其與陳朝帝王的互動，「宣帝敕留不許入

天台」，「至德三年陳少主敕迎」可見智顗對以方外之士自居，對於帝王一貫保持

被動的態度；而就為帝王授以菩薩戒，「陳朝少主皇太子請戒疏」。然而就後兩種

方式即提出陳情以及付法於王在智顗與陳朝帝王交往記載中幾乎不見。因此筆者

以為智顗洞察世事，對政治局勢也有明確的判斷，對於積重難返的朝代和開國不久

百業待興的新興王朝，其作為佛法傳燈者、法脈延續人所作的決策關係重大，何時

退、何時進，何時引退、何時積極奔走，智顗表現出其寬大的胸懷與長遠之眼光。

這也回應了前言部分所提到的學術界關於其對於陳、隋政權的態度問題，並無二

致，而這一點在智顗圓寂前的〈法願疏文〉的修治三處「先為興顯三世佛法，次為

擁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眾生」67中為興佛法而擁護隋朝國土得到有力佐證。
68 

四、結論 

以上關於智顗的行跡、策略，一定程度上能夠進一步回應目前在學、教界關於

其對待陳隋政權的不同態度討論。本文從慧思在智顗思想得形成、生命行跡的改變

中所扮演的角色談起，魏晉南北朝佛教佛教長足發展中接連兩次的滅佛運動，無疑

成為那一時代所有佛子共同面對的處境，此危機之中喚發了法滅思想的發生，慧思

 
66
 《國清百錄》卷三〈遺書與晉王六十五〉，《大正藏》冊 46，頁 809。 

67
 《國清百錄》卷三〈發願疏文第六十四〉，《大正藏》冊 46，頁 809。 

68
 關於晉王對待智顗的方式與策略與對待其他僧人有何不同、以及其態度前後的變化等問題，筆

者以為頗為重要的，這關係到釐清隋代佛法與王法互動的基本態勢（利益交換、相互利用？）；

再者，以其他王諸如太子楊勇、蜀王楊秀、漢王諒作參考，晉王對待佛教的態度是否具有個性，

或者視高僧為一種政治資源系當時權力鬥爭的慣用伎倆？據學者研究，漢王諒在並州弘道的時

候，一邊晉王令召僧徒入住慧日、法雲二寺，一邊漢王也召集諸眾同人河北,領袖便是志念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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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個人頻遭惡比丘傷害的境遇使其印證末世的到來，從而促使其作出南下的抉

擇，以及更加重視般若經類在其禪學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安排智顗南下金陵並付

法於智顗托勿作斷種人之寄。那麼，本文對智顗部分作品進行考察，發現末法思想

的痕跡以及可能在其思想行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而就其和門人與陳、隋王朝的互動

來看，其與慧思頗為不同的行為模式，一方面追求作為方外之士的修行為重，從而

耗費精力前往天台山華峰悟道，對王權的表現出消極抵抗甚至拒絕；另一方面似乎

積極奔走於權力之間，陳請度僧、興建寺院、為護法興教積極發聲。而橫向看《續

高僧傳》中所顯示的，與智顗同時代的僧人，在面臨政權更迭，國破家亡的處境所

做出的選擇，無論是歸隱山林或者被與新政權合作，「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北

上」亦或者游離於二者之間，智顗的行為並不具有明顯的特殊性，然而，值得關注

的是，基於審時度勢的基礎下，智顗行為背後的意圖以及與帝王互動中的策略，對

於作為後人的我們了解天台佛教至關重要。 

就本文考察可以發現，智顗與帝王的接觸是堅守僧格，以佛法為重為基本原則，

正因為其目睹了不同帝王因為對佛教好惡不同而對佛教的命運重大影響，佛教在

中國「付法於王」是必然之路，也是其身處末世的方便策略，智顗在其所認為的末

代積極奔走，以佛法為重，傳燈續法，勿作最後斷種人，完成了其個人的使命。。

當然關於天台僧團與政治之間的討論不限於此，本文只是以智顗生平行跡為核心

而展開的考察，與此相關的是，晉王即位後並沒有成就一位名留千史的聖君，其好

大喜功、荒誕殘暴，而終被歷史蓋棺定論為「煬帝」，關注這一問題需要謹慎的是

歷史學寫的後設，煬帝是唐王朝尤其是太宗眼中的反面帝王，就其所處時代，二人

的互動確實對政、教雙方都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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